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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中国媒体中的“中国英语”

马　文　丽

[摘　要] 中国媒体的“中国英语”现象 ,一方面是中国文化及思维方式在英语使用中的客

观反映 ,同时也是中国传媒在其特定政治 、文化语境之下的一种主动的话语选择 。借助媒体巨

大的影响力 , “中国英语”正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展示并传播着中国的语言文化形态 ,并

对英语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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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对外传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到目前为止 ,中国已建立起一个以一家通讯社

(新华社的对外英语发稿)、两个英语电视频道 、一个外语电台 、十家英文日报和周报 、十家英语杂志 、九

大英文网站为主的英语对外传播体系。对于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言 ,这足以显示出英语在

中国对外传播事业中的重要性 。自英语媒体在中国诞生之日起 ,其鲜明的语言特征就引起了国内外学

者极大的关注 ,褒贬之声兼而有之 ,其中一个就是传媒“中国英语”之说。

一 、中国媒体中的“中国英语”之说

“中国英语”的提出背景是影响越来越大但又鱼目混杂的中国式英语 。从 1807年马礼逊来中国传

教并开设教会学校教授英语以来 ,中国人接触和使用英语已有 200年的历史 ,其间汉语在接受英语影响

的同时也在影响着英语。根据语言学家 Cannon截止于 20世纪 70年代中期的统计 ,当时进入英语标

准词典和其他工具书的汉语借词已达 979个[ 1]
(第 1 页)。1994年出版的《汉英中国专有名词和术语简

明词典》收有词目三万条 。近年来 ,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逐步深入 ,中国人使用英语的场合逐渐增多 ,并

在词汇 、句法及语篇等方面对英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据美国专门跟踪世界语言的权威机构“全球

语言监测中心”统计 ,自 1994年以来加入英语的词汇中 ,中国式英语(指所有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 ,包括

规范与不规范的 ,作者注)贡献了 5%到 20%,超过任何其他的来源。但是 ,绝大多数外国学者在肯定中

国式英语丰富了英语表达能力的同时 ,也指出其中有些确实让人费解。“全球语言监测中心”也因此发

布报告 ,提醒各民族小心使用英语词汇 ,否则可能会带来生活不便和政治麻烦(例如 ,根据“残疾人电梯”

直译过来的 disabled elevator ,其英语字面意思却是“坏掉的电梯”)。中国式英语该何去何从 ,如何克服

其可能带来的交流障碍从而更好地参与国际交流 ,成为中国外语学界一个重要话题 。

有学者早在 1980年就表示了对该问题的关注并率先提出了“中国英语”的概念 。当年葛传椝撰文

指出 ,“无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 ,讲或写英语时都有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所有这些英译文都不

是 Chinese English 或 Chinglish (“中式英语”),而是 China English (“中国英语”)。”
[ 2]
(第 29 页),但该

文并未对“中国英语”进行定义或系统分析。第一次给“中国英语”下定义的是榕培先生 ,他肯定了“中国

英语”的客观存在 ,并将之定义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 ,以标准英语为核心 ,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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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页)。他第一次将“中国英语”与英语学习者的语言错误区分开来 ,为“中国英语”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

础。自此以后 ,有学者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对“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进行了区分 ,并对前者作出了积

极评价。到目前为止 ,有关二者的定义很多 ,且未形成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即在中国学术界 ,国际上

统称的中国式英语就被分成了“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两个部分 ,“中国英语”的主要特征为“以标准英语

为核心 、具有中国特点” ,而“中式英语”主要特征为“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 ,容易带来交流障碍” 。

自 1980年以来 ,“中国英语”的语言特征成为许多外语工作者关注的对象 ,至今 ,它已跳出学术探讨

的范围而成为一个为社会所瞩目的语言文化现象 。就研究对象而言 ,众研究学者都将“中国英语”的实

证研究指向两个领域:一是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口头表达与书面写作 ,二是中国境内的英文媒体 。作为对

外传播的主要媒介 ,中国的英语媒体拥有国内高水平的英语新闻采编队伍 ,还聘请了外国专家作为改稿

人 ,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英语传媒语言的正确性 。再者 ,英语传媒的对外传播功能客观上使

其有更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需要表达 ,致使带有中国特征的英语报道频频见诸报端或国际电台。

因此 ,有学者认为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和《中国日报》(China Daily)等在中国出版的英文刊物是“以标

准英语为核心 ,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的典范 ,是“中国英语”的口头与书面语的代表[ 4]
(第 40 页)。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 ,尽管媒体邀请了外国专家作为改稿人 ,但对外语写作的总体把关和用母语写作

毕竟是两码事 ,他们并不可能改变中国撰稿人的整体语言风格。这一部分学者认为 ,读起来“中国味很

浓”的新闻报道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传播效果 ,并将之归结于中国英语媒体人员的语言能力不足或宣

传色彩过于浓厚 。他们甚至认为 , “中国英语”同样也是受到汉语干扰的产物 ,目前提倡“中国英语”会进

一步刺激中介语的流行 ,并影响中国对外政治 、经济 、文化的交流[ 5](第 24 页)。

人们之所以对传媒的“中国英语”认识不统一 ,主要是对其产生原因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而要考

察其原因 ,需要借助语言学研究成果 ,因为传媒的“中国英语”现象最终还是要反映到语言问题上来 。

二 、“中国英语”产生的主客观原因

社会语言学认为 ,一种语言一旦落根于它国土壤 ,必然会与它国文化相嫁接并产生一些带有它国文

化烙印的表达方式 ,其现象的出现首先源于文化空缺的客观存在 ,并以在词汇层面上的表现最为明显。

文化空缺现象是 20世纪 50年代由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发现并提出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一个

民族的语言所反映的是该民族绚丽多彩的文化形态和丰富多样的文化现象 ,而由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

有着明显的非对应性 ,即文化差异性 ,语言中文化空缺现象的存在也就有其客观必然性。由于地域 、历

史和宗教的影响 ,中西文化所包含的意识形态 、价值观 、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往往大相径庭 ,中国的“文

化负载词”难以从英文中找到对应词 ,造成文化空缺现象 ,一直以来 ,它们都是中国对外报道中不容忽视

的障碍。针对这种情况 ,中国英语媒体均采用音译 、直译 、意借及语义再生等翻译方法 ,创造出具有中国

特色的英语词汇或语言风格 ,使“中国英语”成为中国英文媒体的特征 ,如 resident permits o f hukou(暂

住户口证 ,音译), nail houses(“钉子户” ,直译), Hope Project(希望工程 ,直译)等 。

根据洪堡特著名的“语言世界观”论断 ,语言与思维在发生上的同源性决定了彼此间的密切联系。

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实际上是复制了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 。中华民族的悟性思维方式导致汉语遣词造

句往往重意义组合而轻形式结构;代表理性思维的英语则相反 ,英语讲究形式结构协调 ,以分析达其意。

思维模式既然通过某一特定的语言系统呈现出来 ,语言的符号属性就会使思维模式的差异性通过跨语

言的形式体现出来 ,这就是“中国英语”句法特征产生的必然性 ,例如 ,中国的对外英语报道更倾向于修

饰成分前置。从语篇看 ,汉英叙述风格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比如汉语的陈述与描写讲究语言的华

美 ,英语则崇尚平实与简洁;英语论说文委婉含蓄 ,而汉语则直截了当 。在中国人的英语对外报道中 ,难

免会受汉语思维和写作特点的影响从而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语言风格。

除了以上客观因素之外 ,一种语言在与另一种文化嫁接的过程中 ,其相互影响的程度还同人们的语

言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语言态度是影响语言变化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 6](第 77 页)。在处理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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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词”的翻译时 ,译者总是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在英语中寻找相似的概念使其译文尽量“接近英语表

达” ,但因此可能会失去原文的准确含义或意境;二是保留汉语鲜明的概念或发音 ,凸显其汉语或中国特

征。中国媒体往往采取音译 、意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对中国“文化负载词”进行移植 ,其 “异化”翻译取

向有其客观原因 ,也有其思想基础 ,它是中国传媒在其特定政治 、文化语境之下的一种主动的话语选择。

根据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 ,语言是社会控制的重要媒介 。和其他社会实践一样 ,翻译活动也不可避

免地会陷入其所在的权力话语语境中[ 7]
(第 14 页),会受到社会 、文化 、历史 、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制

约。作为对外传播的主要媒介 ,中国英语媒体的言论始终与中国政府的形象密切相关 ,需要建立一套全

面 、客观的话语体系 ,其中就包括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 、基本国策等时事政治术语的翻译。为了将中国

的信息准确 、快捷地传播出去 ,媒体在处理时事政治术语的翻译时对“忠实原文”有更高的要求 ,不仅要

将意思讲明白 ,还要从形式上获得一个同样观点鲜明 、内涵丰富的英语术语。为此 ,译者往往不选择在

英语中寻找直接对应或相似项 ,而更倾向于对英文单词进行重新组合或语义再生 ,或制造一些新词 。

对外传播和输出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英语传媒的另一项艰巨任务 ,

它不仅体现在传媒内容的选择上 ,同时还体现在传媒语言形式的确定上。传媒语言是集中 、典型的文化

身份呈现 ,既然是传播中国社会文化特有的事物 ,那么 ,我们有权力在英语表达中体现 “中国文化负载

词”的归属权 ,而在这方面 ,“中国英语”具有无法替代的优势 ,它能更忠实地反映中国文化样态 ,能真正

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有助于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唤起国内民众对中华文化自身发展

的关注与文化自豪感 。

三 、“中国英语”的社会价值体现

传媒“中国英语”的社会认同度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它要求我们回答:“中国英语”的提出意义何

在? 传媒“中国英语”的社会价值又是如何体现的 ?由于中国式英语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 ,国内外语

言学家将其作为一种英语变体来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国内学者更进一步 ,将其划分为“中国

英语”与“中式英语” ,分别属于中国式英语变体的两种形式 ,这种划分是有其理论与现实意义的。

语言学家 Kachru将世界英语分为三个同心圈 ,即内圈(英语作为为母语)、外圈(英语作为第二语

言)和扩展圈(英语作为外语)。内圈人的英语是“提供准则” ,外圈人的英语是“发展准则” ,扩展圈(如中

国 、日本)所使用的英语是“依赖准则”
[ 8]
(第 356 页)。由于 Kachru的分类符合英语发展的实际 ,其“同心

圈”理论逐渐成为众多英语变体研究的理论参照。包括中国在内的扩展圈英语 ,其变体特征虽然客观存

在于词汇 、句法 、语音层面 ,但并不具备作为一种制度化变体的系统性 ,也不具备政治和社会条件 ,其使

用功能主要是国际交流 ,所以 ,扩展圈国家特别需要英语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9](第 18页)。关于世界英语

的未来走向 ,语言学界曾有预测 ,一种可能是产生过多的地方英语 ,尽管它们分享英语中的共同词根 ,却

可能是相互难以理解的口语;另一种可能是将英语以某种方式规范化 ,从而产生一种“核心英语” ,作为

任何其它“地方英语”的主要框架 ,以促进全球交流[ 10]
(第 360 页)。在受母语影响不可避免 ,而国际交流

对规范的诉求又相当强烈的情况下 ,将“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分离 ,明确“中国英语”为英语在中国的

发展方向 ,既能有效避免地方英语的晦涩 ,也能前瞻性地为与未来可能出现的“核心英语”平滑连接做好

准备 。对中国公民来讲 , “中国英语”有利于他们进行更有效的国际交流 ,拓展个人职业生涯;就国家而

言 , “中国英语” 是中国获得国际话语权的一种手段 ,并主要通过自己创办的英语媒体来实现 。

为获取良好的传播效果 ,中国英语传媒在不遗余力地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 ,也在为摆脱中文的束缚

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力争在最大限度上谋求语言的可读性与国际社会的认同。如果说中国的英文

媒体创始之初 ,语言还显生涩 ,“中国特色有余”而“英语规范不足” ,经过了 20多年的耕耘后 ,我们欣喜

地发现 ,其语言运用已经娴熟 ,与标准英语合化了 。例如 ,对“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现在总是充分地

考虑中西方语言风格 、价值取向以及审美情趣的差异 ,对异化的“度”有着谨慎的把握;句型更富于变化 ,

大大提高了报道的可读性 。经过中国传媒人多方面的努力 ,目前 ,中国英语媒体的影响力逐年上升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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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对外发稿和《中国日报》等已成为外国驻华机构和境外媒体驻华记者的重要消息来源 ,“中国英语”

也开始频频出现在国际知名英语报刊里 。例如 ,美国《时代周刊》的“2007年度人物”栏目上刊登了一篇

有关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一篇评论 , 短短的篇幅 , “中国英语”却不下 10 处 , 其中包括 T all t ree s

at tract wind(树大招风), Harmonious Socie ty(和谐社会)等。总的说来 ,借助传媒的巨大影响力 , “中

国英语”正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展示中国的文化形态 ,为英语和世界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的英文媒体还拥有大批的国内读者 。在国内 ,它们充当着英语教学的社会角色 ,其语言特征对

国内的英语学习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方面 ,它告知人们有关中国事物的国际表达法 ,一方面 ,它提

醒用英语交流的正确性与得体性。

当然 ,面对复杂的“中国英语”现象 ,我们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例如 ,由于缺乏对中国特色词

应有的指导性规范 ,在选择词汇上比较混乱 ,导致同义异词 ,同词异义 ,使某些中国特色词的意义不稳

固。又如 ,对于“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的区分 ,我们还缺乏严肃的描写性研究 。再者 , “中国英语”本

身也还处于一个发展阶段 ,其主流内涵尚不明晰。这些问题的存在给我们的“中国英语”研究和“中国英

语”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些困惑。另外 ,中国媒体是在用“中国英语”跟英语作为母语的海外媒体争夺国

际受众 ,正确 、规范已经不能成其唯一要求 ,还要在可读性和感染力上下更大的工夫 ,还有一段长路需要

走。但是 ,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着不足 ,就对媒体“中国英语”作全盘的否定 ,对其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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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na English in English Media of China

Ma Wenli

(School of Fo reign Languages ,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Wuhan 430070 , Hubei , China)

Abstract:China Eng lish in Eng lish media of China is no t only the ref le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 se mode of thinking , but also the choice of the media in thei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 t.

China Eng lish , by w ay of Eng lish media , i s exerting g reat inf luenc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on Eng lish language and w orld culture , and i t cont 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in China on

i ts w ay to a medium for ef fective communication w ith the w o rld.

Key words:English;Eng lish media;China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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